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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界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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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１ 世纪以来，世界能源体系发生了双重变革。 其中，以页岩油气开发为代表的非常规油

气革命缓解了能源市场紧张的供求关系，并使得油气资源的供应日益多元化；在政策引导与技

术进步的影响下，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进

程。 从能源替代的角度看，这双重变革间存在着竞争性与矛盾性，但若考虑到更多的现实性因

素，并从能源政治经济学等更广的角度看，两者则具有互补性与统一性。 国际能源体系的双重变

革对各国能源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中，美国决定恢复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扶持，而德国则仍坚

持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高碳能源结构仍将持续、能源峰值尚未到来的情况下，中国应

采取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核心，兼顾环保的能源转型思路。 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中国应注重能源转

型战略设计的整体性、前瞻性以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连续性。 此外，还应推动能源外交的升级，通
过加强能源制度性权力与输出能源开发能力，力争成为此轮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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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世界能源体系出现了双

重变革。 一方面，非传统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大

规模开发缓解了国际油气市场长期紧张的供求

关系，并最终导致国际油气价格的大幅下跌。 另

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的不断推动下，
可再生能源稳步发展并逐渐获得了与传统化石

能源竞争的实力，似乎下一次整体性的国际能源

转型已呼之欲出。 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把握这双

重变革的发展态势，明确两者的相互关系，对于

中国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异军突起

———世界能源体系的第一重变革

　 　 世界能源体系在 ２１ 世纪发生的第一重变

革是非常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开采量的爆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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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其中，发生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成为

了此轮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需要说明的是，“页
岩气革命”实际上同时发生在石油与天然气领

域，是一场油气领域的整体性革命。① 在这种情

况下，本文将在“页岩气革命”的框架下同时对

两者进行探讨。
所谓“页岩油气”资源，指的是“蕴藏在以页

岩为主的页岩层系中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这类资源所在的岩层自然压力低且孔渗性差，
对开采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属于典型的非常

规油气资源。 早在 １８２１ 年，美国便在阿巴拉契

亚盆地（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开展了首次商业性

页岩气开采。 不过，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页岩

气的开采量在很长时间中十分有限，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仅为约 ２０ 亿立方米，与美国同期近 ６ 千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量相比几乎可忽略

不计。②

随着水力压裂法与水平钻井法分别于 １９８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被应用于页岩油气开发，该领域的技

术瓶颈得以突破，使页岩油气的产量在 ２１ 世纪初

实现了快速增长。③ 在 ２００９ 年，学界首次使用

“页岩气革命”（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词来描

述这一巨大变革。④ 在天然气领域，美国的天然

气产量在 １９７４ 年达到 ５ ５９４ 亿立方米后便开始

持续下滑，并在 １９８３ 年减少至 ４ ３７７ 亿立方米的

历史最低点。 随后，天然气产量虽出现了持续回

升，但速度极为缓慢，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年间，产量仅

以年均 ０．６％的速度递增。⑤ ２００５ 年后，在页岩气

开采的带动下，美国天然气产量止跌回升，并于

２０１１ 年突破了历史最高值。 至 ２０１８ 年，美国的

天然气产量已经从 ２００５ 年的约 ４ ８９４ 亿立方米

上升至 ８ ６１５ 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页岩气占美

国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也逐渐上升，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６８％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０．９％（参见图 １）。⑥

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美国的石油产量也呈

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该国的石油产量在 １９７０
年达到了 ３５．２ 亿桶后便陷入了长期的下滑，期间

只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因阿拉斯加与墨西哥湾等

油田的投产而得到小幅回升。 在 ２００８ 年，美国

的石油产量跌至 １８．３ 亿桶的历史最低点。 ２００９

年，伴随着“页岩气革命”的爆发，美国的石油产

量止跌回升，并在 ２０１８ 年达到了 ４０ 亿桶的历史

最高值。 在同一时期，页岩油占美国石油产量

的比重也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１􀆰 １３％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８．９０％（参见图 ２）。⑦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

规模开发也对世界能源版图造成了巨大影响。
其中，加拿大在 １９６７ 年开始了对油砂（一种沥

青、沙、富矿黏土和水的混合物）的商业性开采。
通过后续处理，这些油砂可被转换为“合成原

油”而加以利用。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蒸汽辅

助重力泄油（Ｓｔｅａｍ－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与
蒸汽吞吐（Ｃｙｃｌｉｃ Ｓｔｅａｍ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等技术的成

熟与开采成本的降低，该国油砂开采量得以迅

速上升，并使加拿大的产油量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了

平均每日 ４９５．８ 万桶，成为了世界第四大产油

国。⑧ 而巴西则在同一时期开始了对盐下层石

油（一种埋藏在厚岩石层与盐层之下的深海石油

资源）的大规模开采。 开采此类石油资源面临的

主要挑战来自于其埋藏的巨大深度以及由此带

来 的 压 力。 ２００７ 年， 巴 西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与英国天然气集团（ＢＧ Ｇｒｏｕｐ）在图

皮（Ｔｕｐｉ）海域约 ５ ４８６ 米的水下发现了约 ５０～８０
亿桶石油资源，深度远超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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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７２—２０１８ 年美国天然气与页岩气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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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７２—２０１８ 年美国石油与页岩油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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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超深水钻探标准（仅为 １ ５２４ 米）。 ２００９
年，巴西开始了盐下层石油的商业性开采。 至

２０１６ 年，其产量已达平均每日 １０２ 万桶，约占该

国石油产量的 ４０％。① 此外，委内瑞拉的超重油

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该国的大部分石油资源

均以超重质原油的形式富集在奥里诺科重油带

（Ｏｒｉｎｏｃｏ Ｂｅｌｔ）。 由于超重质原油极为黏稠，在开

采时需要加入水和乳化剂以促使其流动。 该国

对这一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始于 １９８３ 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奥里诺科重油带的石油产量逐渐增

加。 ２００５ 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ＰＤＶＳＡ）出
台了“石油播种计划”（Ｏｉｌ Ｓｏｗｉｎｇ Ｐｌａｎ），旨在通

过增加对超重质原油开发活动的投资增加本国

非常规石油的产量。 该国计划在 ２０１９ 年将超重

质原油的产量提升至每日 ４００ 万桶。②

９３

①

②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Ｕ．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ｂｅｔａ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ｎｇ ／ Ｂｒａｚｉｌ ／ ｂｒａｚｉｌ．ｐｄｆ．

穆龙新：“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开发现状与特点”，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３３８－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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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对世界能

源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为两点：世
界油气资源供应量的日益充足与供应源的逐

渐多元化。 从油气资源供应的绝对值角度上

看，两 者 的 开 采 量 分 别 由 ２０００ 年 的 每 日

７ ４９０．７ 万桶、２．４ 万亿立方米，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

的每日 ９ ２６４．９ 万桶、３．７ 万亿立方米。① 有机

构认为，凭现有的石油资源便可满足全球 ２０５０
年的能源消费。② 油气资源供应充裕的直接后

果便是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 根据图 ３ 可以看

出，除了在 ２００９ 年因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出现

了短暂的下滑外，国际油气价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一直维持高位运行。 ２０１５ 年，随着“页岩气

革命”的爆发，能源价格得以大幅下跌。 根据国

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的预测，由于供应较为充足，
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世界石油价格将不会出现大规

模的上涨，预计价格区间将维持在每桶 ５０ ～ ７０
美元。③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全球石油与天然气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ＢＰ，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ｐ．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ｘｌｓｘ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ａｌｌ－
ｄａｔａ．ｘｌｓｘ．（注：石油价格为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天然气价格为日本液化天然气到岸价格。）

　 　 从油气资源供应的地域分布上看，非常规

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促使世界能源供

应的多元化。 从历史上看，北美地区曾是世界

主要的油气进口区。 该地区油气进口量的最高

峰为 ２００７ 年的平均每日 １ １４６ 万桶与 ４９３ 亿立

方米。 不过，在非传统油气资源的带动下，该地

区进口量逐步降低。 ２０１６ 年，北美地区石油与

天然气的总进口量仅为每日 ４５７ 万桶与 １９６ 亿

立方米。 ２０１５ 年北美地区甚至实现了小规模的

天然气净出口。④ 预计北美地区在 ２０２０ 年便可

实现油气资源的自给自足，并逐渐成为国际油

气市场重要的出口源（参见图 ４）。 由此可见，
世界油气生产中心西移的趋势正日渐明显。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ＢＰ Ｓｔａ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ＢＰ，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ｘｌｓｘ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ａｌｌ－ｄａｔａ．ｘｌｓｘ．

［美］丹尼尔·耶金著，朱玉犇、阎志敏译：《能源重塑世

界》（上），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３１ 页。
ＩＥ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

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７， ｐ． ９４．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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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５—２０３５ 年全球石油与天然气出口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３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Ｐ， ２０１５， ｐｐ． ４４，５４．（注：负值表示该地区处于净进口状态。）

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稳步发展

———世界能源体系的第二重变革

　 　 世界能源体系发生的第二重变革是可再生

能源产业的稳步发展。 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

规模开发主要依靠技术突破不同，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于政策引导与技术突

破的共同作用。
在政策引导上，世界各国政府对可再生能

源产业的扶植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

段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两次世界性石

油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化

石能源难以保障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保障

能源的供应安全，发达国家开始发展替代能源，
其中水电、风能、太阳能与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

源便是发展的重要对象。 其中，美国在 １９７４ 年

通过了首个太阳能法案，标志着现代可再生能

源产业的诞生。① 政策引导的第二个阶段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主要的动因为环境保护。 随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费，全
球的碳排放量迅速上升，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

重。 据统计，在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年中，全球平均气温

相较于一个世纪前上升了约 ０􀆰 ４８℃。 其中，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自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温度记录工

作以来最温暖的十年。 此外，化石燃料燃烧导

致的硫化物、氮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排

放的上升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１９９２ 年通

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 １９９７ 年通

过的《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

的减排义务。 此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迎来了

第二个发展高峰。
在技术进步上，可再生能源产业能够稳步

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运营成本的逐渐降低。 目

前，可再生能源已经在世界部分地区取得了相

较于传统能源的成本优势（参见图 ５）。 其中，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降幅最大，发电成本已

经降至平均每千瓦时 ０．１２ 美元。 此外，陆上风

力发电、海上风力发电、聚光太阳能发电（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 的 燃 料 发 电 成 本

（ｌｅｖｅｌｉｓｅ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已经分别降至每千

瓦时 ０．０７ 美元、０．１５ 美元与 ０．２７ 美元。② 在液

体燃料领域，一些国家与地区生物燃料的生产成

本也已经与成品油价格较为接近。 例如，２０１４ 年

阿根廷、东南亚国家与欧盟的生物柴油价格分别

为每升 ０．５６～ ０．７２ 美元、１～ １．３ 美元与 １．０５ ～ １．３
美元；美国与巴西的燃料乙醇价格则分别为每升

０．８５～１．２８ 美元和 ０．８５～１．２８ 美元。③
与非传统油气资源开发的爆发式增长不同，

１４

①

②

③

［美］丹尼尔·耶金著，朱玉犇、阎志敏译：《能源重塑世

界》（上），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６７ 页。
ＲＥＮ２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ＲＥＮ２１ 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２０１７， ｐ． ９１．
高慧、杨艳、饶利波等：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分

析”，《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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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属于长时间稳步推进的

过程。 根据图 ６ 可以看出，可再生能源在 １９６５ 年

的消费量仅有约 ２１２．２ 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一

次能源消耗的比重为 ５．７％。 在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 年，
随着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的上升，可再生能源迎

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消费量从 ３４２．４ 百万吨油

当量上升至 ４４０．６ 百万吨油当量，所占比重也由

５．５％上升至 ６．６％。 随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虽

一直维持上升状态，但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

２００３ 年后，可再生能源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消费量由 ６５８．９ 百万吨油当量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４０５．５ 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耗的比

重也同期从 ６．６％上升至 １０．４％。 除了在消费量

上的变化，可再生能源另一个显著的发展是利用

形式上的多元化。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水力发

电几乎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唯一手段。 随后，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形式也逐渐

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参见图 ７）。①

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比较

数据来源：“ＬＣＯ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ｅｎａ．ｏｒｇ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ｏｓｔｓ ／ ＬＣＯＥ－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注：虚线处为全球平均成本。

　 　 时至今日，在政策引导与技术突破的双重

激励下，可再生能源成为了目前国际社会发展

的重点能源形式。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各国新增的

发电能力中，可再生能源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化

石能源。 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风能、太阳能、水力发

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５３ 吉

瓦，占世界新增发电能力的 ５９．１％。 这一趋势在

投资总量的变化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可再生能

源在发电领域获得的投资在 ２０１２ 年超过了化

石能源。 其中，各国 ２０１６ 年在可再生能源电站

上的投资高达 ２ ４９８ 亿美元，而同期化石能源与

核能得到的投资仅分别为 １ １３８ 亿美元与 ３００

亿美元。② 从国别上看，发展中国家也日渐成为

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力。 ２００４ 年，发达国家

占到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量的 ７９．２％。 随后，发
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重逐渐增

大，并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超过了发达国家。 ２０１７
年，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总额

２４

①

②

ＢＰ Ｓｔａ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ＢＰ，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ｘｌｓｘ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ａｌｌ－ｄａｔａ．ｘｌｓｘ．

ＵＮＥ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 ＵＮＥ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７， ｐｐ． 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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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６５—２０１７ 年世界一次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ＢＰ，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ｐ．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ｘｌｓｘ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ａｌｌ－ｄａｔａ．ｘｌｓｘ．

图 ７　 １９６５—２０１７ 年世界各类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Ａｌｌ Ｄａｔａ”， ＢＰ，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ｘｌｓｘ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ｓｔａ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ａｌｌ－ｄａｔａ．ｘｌｓｘ．

图 ８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５ 年与 ２０３５ 年北美地区与中国各能源形式发电成本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３５， ＢＰ， ２０１７， ｐ． ４２．（注：假设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５ 年与 ２０５０ 年建造的电厂

生命周期内平均碳价分别为 ２０ 美元 ／吨、４０ 美元 ／吨、６０ 美元 ／吨）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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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达 １ ７７０ 亿美元，占比 ６３．２％。① 目前，可再

生能源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电力的重要来源，
已经有约 ２０ 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比

重超过了 ５０％。 其中，冰岛已经实现了发电能

源的完全可再生化，挪威与巴西也分别有高达

９６％和 ８５％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②

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加大投入，可再生能源

在未来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 根据英国 ＢＰ 公

司的预测，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５ 年中将进一步降低。 以中美两国为例，至
２０３５ 年风能与太阳能发电将取得相较于传统能

源明显的成本优势。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也

将成为发电领域增幅最高的能源形式，预计年

增长率将达到 ７．５％。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３５ 年新增的

发电量中，将会有 ４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其

在全球发电市场中的份额也将从 ２０１５ 年的约

７％增加至将近 ２０％。③ 为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快

速发展，世界各主要国家和组织均出台了一系

列激励政策。 其中，欧盟早在 ２００７ 年便通过了

《２０２０ 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 （２０２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计划至 ２０２０ 年使可再生

能源占到总能源消费的 ２０％。 在欧盟于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 《 ２０３０ 气候能源政策框架》 （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２０３０）中，该
组织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

费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 ２７％。④ 美国也在 ２００９
年颁布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９），规定从

２０１２ 年起年发电量 １００ 万兆瓦时以上的电力供

应商要有 ６％的电力供应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并
逐步将这一比重在 ２０２０ 年增加至 ２０％。 ２０２０
年，各州的电力供应中也必须有 １５％以上来自

可再生能源。 ２０１５ 年，美国又提出了至 ２０３０ 年

将除水力发电外的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

重提升至 ２０％的目标。⑤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制定了类似的发展目标。 例如，巴西在 ２０１５
年就宣布将在 ２０３０ 年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

构中的比重提升至 ４５％，其中可持续生物质能

源的比重将上升至 １８％，除水电外的其他可再

生能源形式将占到总发电量的 ２３％。⑥

三、世界能源体系双重变革中的

矛盾性与统一性

　 　 前文已述，目前国际能源体系发生的双重

变革是以“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

源开发的兴起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不断发

展。 这双重变革之间矛盾性与统一性并存，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能源体系转型的复杂性，
与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建构的迫切性。

目前，大多数学者对能源转型问题的研究

都是从较为狭义的角度入手，认为能源转型意

味着新能源形式的崛起，只不过在关注的侧重

点上略有不同。 其中，有些学者比较关心新能

源形式使用量的增加。 例如，瓦茨拉夫·斯米

尔（Ｖａｃｌａｖ Ｓｍｉｌ）认为如果新能源在能源总消费

中达到 ５％，便可视为转型开始的标志；若新能

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超过一半则可认为

是这一转型完成的标志。⑦ 另一些学者则比较

关注新能源形式普及过程中的技术因素。 例

如，布鲁斯·波多布尼克（Ｂｒｕｃｅ Ｐｏｄｏｂｎｉｋ）则认

为能源转型指的是“新的一次能源大量运用于

人类消费的过程，其中新技术的诞生往往至关

重要”。⑧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强调这一过程中

能源体系的变化。 例如，朱彤便认为能源革命

是由“能量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体系深刻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ＵＮＥ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 ＵＮＥ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８， ｐ． ２１．

高慧、杨艳、饶利波等：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分

析”，《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２ 页。
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３５， ＢＰ，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０－４３．
彭峰：“欧盟能源绿色化政策的新发展及启示”，《环境保

护》，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第 ３１ 页。
朱彤、王蕾著：《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８７ 页。
何露杨：“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

价”，《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８５－８６ 页。
Ｖａｃｌａｖ Ｓｍ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１０， ｐ． ６３．
Ｂｒｕｃｅ Ｐｏｄｏｂｎｉ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ｈｉｆｔ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ｇ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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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一次能源的长期结构性变化过程。”①

沿着这种研究路径，以页岩气开发为代表

的“非常规油气革命”与“可再生能源革命”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与竞争性。 其中，“非常

规油气革命”可以看成是第二次能源革命（油气

资源对煤炭资源的替代）②的延续。 国际油气市

场供求关系逐步由紧张向宽松的过渡标志着传

统化石能源尚有着巨大生命力，在未来的很长

时间内仍可以对世界能源体系施加巨大的影

响。 与之相对，“可再生能源革命”则属于第三

次能源革命，标志着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化石能

源间在主导地位上的转换。 此次能源革命的目

的是对国际能源体系进行彻底变革，摆脱对于

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以便实现能源生产与消

费的可持续发展，并减少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
上述观点虽然能够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不

过这种研究思路忽视了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很多

现实性因素。 笔者认为，目前世界能源体系的双

重变革中也蕴含着明显的统一性与互补性。 第

一，目前风能与太阳能发电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发

展最快的两个领域。 这两种能源形式的共同特

点是它们均为间歇性能源。 以德国为例，风能

发电的高峰主要集中在冬季而太阳能发电的高

峰则集中在中午（参见图 ９）。 由于风能与太阳

能发电能力的波动周期与电力消耗的波动周期

并不相符，即使可再生能源成为了国际能源体

系的主导能源形式，人类社会仍需要规模可观

的传统能源产业，以便应对夜晚或无风期的能

源消耗。 “非常规油气革命”导致的低迷油气价

格并不会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相反会为后

者的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事实也证明，油气

价格保持低位运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可再生能源

领域投资的降低。 ２０１５ 年，即使是在国际油价

低迷的情况下，世界在除水电外的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投资依然上涨了 ５％，达到 ２ ８５９ 亿美元并创

下了史上最高值。③ 此外，一项针对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成员国的研究也表明，传统能

源发电能力每增加 １％，从长远来看，将会使可

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增加 ０．８８％。④

图 ９　 风能、太阳能与传统能源对德国发电能力的贡献情况

数据来源：Ｊａｓ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ｌ，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Ｌａｍ， Ｓｈａｈｒｉａｒ Ｐｏｕｒｒｅｚａ， Ｓ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ｉｔ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ｐ．
３６．注：三张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典型冬季工作日（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典型夏季工作日（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与典型夏季周末（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德国发电能力的能源构成情况。

　 　 第二，从能源政治经济学等更广的角度上

分析当今世界能源体系的变革，同样能够得出

相似的结论。 从国际层面看，非常规油气资源

的大量开发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不断发展的共

同影响是世界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其造成的

一个直接后果是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中东国

家、俄罗斯等传统能源供应国在能源生产性权

５４

①

②
③

④

朱彤、王蕾著：《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７６ 页。

第一次能源革命指的是煤炭对柴薪燃料的替代。
ＵＮＥ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ＵＮＥ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１７， ｐ． １１．
Ｅｌｅｎａ Ｖｅｒｄｏｌｉｎｉ，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Ｖｏｎａ，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ｐｐ， “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Ｄｏ Ｆａｓｔ Ｒｅ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ｓｓｉ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２２４５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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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的替代。 这将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地缘政治

格局，并重塑世界的经济秩序。 从国内层面看，
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由此造成的

相对低廉的国际能源价格也为可再生能源产业

的发展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一方面，较低

的国际能源价格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使得各

国有能力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 另一

方面，低廉的油气价格也降低了油气进口国经

济对能源价格的敏感度，使之能够更从容地在

能源制度等领域实施改革，为向可再生能源的

过渡创造条件。

四、世界能源体系双重变革的影响

与中国的能源转型

　 　 目前，国际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态势已经

对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带来了重大影响，并使

各国展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思路。 以较为具有

标志性的美国与德国为例：美国将确保能源安

全与经济发展作为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标，而将

环境保护放在了次要领域。 早在 １９７３ 年第一

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为确保能源安

全便提出了“能源独立”战略。 以此为背景，该
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对进口油

气资源的依赖。 相比之下，美国虽持续加强在

环境保护领域的投入，但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

则相对消极，直至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这一态度

才有所变化。 “页岩气革命”的爆发使得美国有

望在不久的未来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在这种情

况下，该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迫切性大大降低。
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问题上已

经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反转，具体表现为废止清

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和回归传统能源

三大政策。①

相比之下，德国则将环境保护放到了与能

源安全、经济发展同等的高度上，追求三者的高

度统一。 与美国类似，德国对于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同样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核心目标是维护

能源安全。 由于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匮乏，德
国意识到确保能源安全的唯一手段就是大力开

发能够实现本土化的可再生资源。 与美国不同

的是，德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更高。 对环

境保护的严格要求甚至体现在该国宪法———
《基本法》（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之中。 德国在 ２０００ 年颁

布的《可再生能源法》（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ｔ）也从法律上保障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优先

性。 目前德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最详

细的环保法律体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２１
世纪以来，为了应对能源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

和高工资福利等经济压力，德国将科技创新与

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试图把可再生能源产业打

造成该国新的经济增长点。② 在这种情况下，该
国即使是在低油价条件下仍然坚持推动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 ２０１７ 年，该国颁布了最新版的《可
再生能源法》，开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市

场化改革。③

面对当前世界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态势，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转型

之路已经引起了国际与国内的广泛关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消费、供给、技术、体制

与国际合作这五个方面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指明

了方向，体现出了中央对能源转型问题的高度

重视。④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 ２０１７ 年可再

生能源的产能已经达到 ６１８．８ 吉瓦，占到了世界

总量的 ２８．４％，位居世界第一位。⑤ 在非常规油

气资源领域，中国近年来也陆续取得了一些突

破。 中国涪陵页岩气田的探明储量已经超过了

６ ０００ 亿立方米，成为了北美地区之外最大的页

岩气田。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该气田已累计产气

１１８ 亿立方米。 同年 ７ 月，中国在南海进行了持

续 ６０ 天的可燃冰开采试验，共开采天然气超过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于宏源：“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 页。
金乐琴：“能源结构转型的目标与路径：美国、德国的比较

及启示”，《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６－１６７ 页。
张立锋、冯红霞：“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演进及对中国

的启示”，《河北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１９ 页。
胡光宇著：《能源体制革命：中国能源政策发展概论》，清

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５３ 页。
ＩＲＥＮＡ，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Ｍａｓｄａｒ：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１８，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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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万立方米，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

录。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

此轮能源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不过，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

消费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从总体上看可以总结

为高碳能源消费模式的持续与能源需求的不断

增加。 第一，虽然中国早在战国时代便开始了

对煤炭的利用，但迟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煤炭才在

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优势。 时至今日，煤炭依

然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 ６１．８％。 从能

源转型的阶段划分上看，中国仍然处于从煤炭

向油气资源过渡的阶段。 在未来，中国以煤炭

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预测表明，中国的煤炭消费量直至 ２０２５ 年左右

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２０３０ 年后，煤炭在中国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才会降低到 ５０％以下

（参见图 １０）。 第二，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后才开始真

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口

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三分之二省份的经

济增长仍依靠资源、能源和资本投入拉动。② 与

发达国家能源消费量趋于稳定甚至降低不同，
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意味着中国对能源的需求

将持续增长。 有预测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在

２０５０ 年之前都将保持上升状态（参见图 １１）。

图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 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及其占总能源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ｉａ．ｇｏｖ ／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 ａｅｏ ／ ｄａｔａ ／ ｂｒｏｗｓｅｒ ／ ＃ ／ ？ ｉｄ ＝ ７－ＩＥＯ２０１７＆ｒｅｇｉｏｎ ＝ ０－０＆ｃａｓｅｓ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１０＆ｅｎｄ
＝ ２０５０＆ｆ＝Ａ＆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０８２３１７．１８－７－ＩＥＯ２０１７＆ｃｔｙｐｅ＝ 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ｋｅｙ＝ ０．

图 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 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ｏｕｔｌｏｏｋｓ ／ ａｅｏ ／ ｄａｔａ ／ ｂｒｏｗｓｅｒ ／ ＃ ／ ？ ｉｄ ＝ １ － ＩＥＯ２０１７＆ｒｅｇｉｏｎ ＝ ０ － ０＆ｃａｓｅｓ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１０＆ｅｎｄ＝ ２０５０＆ｆ＝Ａ＆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０８２３１７．１８－１－ＩＥＯ２０１７＆ｃｔｙｐｅ＝ 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ｓｏｕｒｃｅｋｅｙ＝ ０．

７４

①

②

张晗：“非常规油气的‘常规’之路”，《中国石油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第 １ 版。

朱彤、王蕾著：《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５５－２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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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的能源消费形势下，面对世界能源

体系发生的双重变革，中国的能源转型需要有

独特的思路。 作为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笔者

认为中国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应是保障能源安

全、同时兼顾环境保护。 换言之，能源转型应有

利于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在此目标能够得

到保证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考

虑到中国高碳能源消费模式仍将持续且能源需

求远未达到峰值这一情况，中国的能源转型应

该以利用的高效化、排放的清洁化为主要发展

方向。 其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应作为中国

能源转型的重点方向。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一

方面有助于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

耗，进而减轻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

的过渡，从而提升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在此过

程中，考虑到愈发严重的环境保护压力，应该着

力推进能源排放的清洁化。 其中，积极开发碳

捕捉和储存等相关技术，尽可能降低使用化石

能源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应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相比之下，发展可再生能源虽应是推

进能源清洁化使用的重要路径，但不应是其唯

一组成部分。 此外，尽可能加大国内传统与非

传统油气资源的开发也有助于降低中国对外部

能源市场的依赖，进而避免国际油气价格波动

对国内能源市场造成剧烈影响。 这同样是中国

能源转型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五、结　 语

目前，世界能源体系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
一方面，非传统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标志着

化石能源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预示着能源体系的整

体性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种复杂的形

势下，中国的能源转型问题已经处在了决策的

关键节点。 能源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新的能源形

式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的上升，其本质是能

源系统的整体性转型，需要牵扯到能源开发、利
用与管理的各个方面。 因此，中国需要从宏观

上建立整体性的能源转型战略。 相比之下，中
国直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才发布首个国家能源革命战

略。 目前虽然已经在电力、油气、煤炭等领域进

行了诸多改革，但总体而言各部门间仍旧缺少

改革的协调性与联动性。 此外，从历史经验看

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常需要半个

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表明

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能够更为迅速。
这便对中国能源转型战略设计的前瞻性、政策

制定与执行的连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

同时，中国目前世界第一的能源消费量与能源

消费进一步上涨的前景更进一步加大了中国能

源转型的决策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能源转型的参与

者，凭借自身巨大的能源市场体量，中国还应努

力成为此轮能源变革的积极引领者。 客观地

讲，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在此轮能源变革中一

直扮演着革命的发起者与议题设定者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的引领作用仍较为有

限。 这其中既有技术差距的原因，同时也体现

出中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话语权的缺失。 为改

变这一不利局面，除了进一步促进在相关领域

的技术发展，积极推动新形势下的能源外交便

成为了重点所在。 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外交

均是以保障海外能源供给为工作重点。 面对如

今国际能源体系的剧烈变化，中国的能源外交

也应加入新的内容。 一方面，中国应着力加强

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 在此轮能源

变革中，部分西方国家凭借着对国际话语权的

掌控，逐渐将能源体系的低碳化进程变为了维

护自身国际地位、阻止其他国家发展的工具。
以保护生态环境之名，行“生态帝国主义” 之

实。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

排放国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化被动为主动，
积极提升自身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议程设定

权、规则制定权以及话语引领权，构建公平合理

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利

８４

① 郇庆治：“‘碳政治’ 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

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２４－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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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等领域的优势，
努力完成由能源资源进口国向能源开发能力输

出国的转型。 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以及相

关经验作为“南南合作”与对外援助领域新的着

力点，以期促使与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

转型进程，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总之，能

源转型是一个整体性、长期性的过程，中国需要

在总结与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结合自身的特殊能源形势，做出妥善的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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